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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卫生史视域下的亚洲跨国卫生合作
———以远东热带医学会为例∗

周玫琳∗∗

内容提要 全球卫生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１９世纪中叶.截至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现代西方医学的崛起

对全球卫生的早期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最早聚焦亚洲的区域

性跨国卫生组织,远东热带医学会是以英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帝国及

其殖民地政府协商成立并运作的,依托帝国医学的知识积累、实践经

验与组织体系,推动了由国际联盟卫生组织主导的国际卫生合作.
该组织在倡导国际卫生规范、建立区域性疾病监测防控体系、联结亚

洲与世界公共卫生事业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如因其帝国主义特质及殖民性所导致的医学关切不平等,以及执行

力不足等.在激烈的帝国间角力中,作为非帝国、非殖民地的民族国

家,中国参与该组织主导的区域卫生治理并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 非传统安全 全球卫生 国际组织 卫生合作 亚洲

远东热带医学会

２０２０年伊始,中国与世界都迅速被笼罩在新型冠状病毒(COVIDＧ１９)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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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阴影下,传染病防控与公共卫生治理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成为全球焦点.而

实际上,在全球化时代,疾病、卫生与健康风险问题早已突破国家边界的局限,

与人类的日常生活与命运息息相关,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关注对象.近年来,

全球卫生也成为炙手可热的国际议题和新兴的跨学科领域.① 在国际关系学

领域,全球卫生也日益受到重视.② 国内学界也从开始中国视角探讨当代全球

卫生外交与卫生治理问题.③ 但从整体上看,学界的关注点往往放在当代世界

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医疗卫生援助与新型传染病的预防上,对全球卫生早

期发展的历史性考察存在一定不足.

从时序意义上看,本文所探讨的“全球卫生”是一种广义的概念,涵盖从约

１９世纪中叶开始的世界范围内的跨国与国际卫生合作,有别于主要关注当代

的先行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卫生治理是因循“国家—国际—全球”的路

线实现历史进步的.④ 这种观点虽然准确把握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卫生治

理全球化的晚近趋势,尤其是从“国际”到“全球”的变化,⑤但在“全球卫生”指
涉的时间范围和从“国家”到“国际”这一转变上有待商榷.在这种发展观下,

全球卫生的发展路径是一种全球治理层面上的线性进步,⑥并且是从欧美地区

这个“中心”向“边缘”地区扩散的过程.总体而言,这些研究传达出一种含义:

民族国家政府重要性的相对弱化、超国家与次国家层次合作的凸显是一系列

相当晚近(一般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的新现象;“全球卫生”一词往往只对应世

界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全球”阶段,即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卫生合作形式.

但近年来,全球卫生和医学史领域的学者相继指出,“全球卫生”这一概念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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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１,２００７,pp．１４Ｇ３８;〔美〕托马斯E 诺沃特尼等:«２１世纪全球卫生外交»,郭岩主译,北京大学医学出

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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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世卫组织为首的国际卫生组织的确日益面临从“国际卫生”转向“全球卫生”的压力.参见 Kelley

Lee,TheWorldHealthOrganization (WHO),NY:Routledge,２００９,pp．９９Ｇ１２８.
全球治理是“治理”理念在全球层面的拓展与运用;换言之,全球治理包括创立正式和非正式的机制

与规则,以此管理政府和非政府行为体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参见ZacherandKeefe,ThePoliticsofGlobal
HealthGovernance:UnitedbyContagion,p．１６.



特指某一时间范围或发展阶段,只是比强调民族国家单位和国家间关系的“国
际卫生”更关注非国家行为体(包括非政府组织、私人慈善组织、社区组织等)
和其他类型的关系.① 而本文用作分析工具的“全球卫生”正是从这种比较宽

泛的理解继承而来.基于这一概念,并结合全球治理研究和医学史领域的跨

学科成果,本文试图回应先行研究留下的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追及过往,全
球卫生的早期发展是否总能在“国家”“国际”或“从国家到国际转变”的框架内

得到解释? 在欧美之外的区域,全球卫生的发展是否只是一种以西方为中心

的国际机制扩散的结果? 把目光投向２０世纪上半叶的亚洲,会为人们对全球

卫生史的理解带来什么新的启发?
笔者对远东热带医学会(FarEasternAssociationofTropicalMedicine,

FEATM)这一具体历史案例的研究即发轫于这种意识:为全面理解全球卫生

的历史,不可忽视全球卫生的早期知识与实践同现代西方医学全球化的紧密

联系,并且注意其起源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扩张如影随形.② 换言之,卫生

治理从“国家”到“国际”的跨越是否是一种准确的描述,是值得深入的历史学

检视的,因为帝国扩张与殖民活动在其中打入了 “楔子”,令局面扑朔迷离.在

２０世纪上半叶的亚洲,在列强环伺下逐步收回主权的中国、后起的非西方帝国

日本及其亚洲殖民地、受西方帝国殖民统治的印度、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

等国家和地区形成星罗棋布的局面,更是让西方医学和帝国扩张的历史呈现

出别具一格的风貌.③ 彼时彼地,卫生治理从“国家”到“国际”的跨越远非清晰

明了、一蹴而就,而是在殖民、去殖民的起伏浪潮中曲折实现的.医学与帝国

在亚洲的交织与碰撞,不仅让当地的疾病健康问题为全球卫生提供了知识积

累与实践经验,也使得全球卫生在当地的早期实践带有鲜明的帝国主义与殖

民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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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需要阐述全球卫生早期发展的基本概况.１９—２０世纪之交,承接殖

民医学、帝国医学的知识积累和机制发展,全球卫生发展中的重要环节———国

际卫生(internationalhealth)应运而生,其标志之一是国际卫生组织这种行为

体.① 追溯国际卫生组织的发端,可以粗略依据是否由政府主导分为政府间组

织和非政府主导的组织两种形式.一般认为,政府间国际卫生组织肇始于

１８５１年由１２个欧洲国家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卫生会议.该会议在１９０３年达成

了第一个全球卫生协定———«国际公共卫生条例»,②因此,政府间国际卫生合

作也可以说真正起步于２０世纪初.在此基础上,１９０７年,更具严格组织形态

的国际公共卫生局在巴黎成立.③ 在美洲,１９０２年由美国与拉丁美洲国家成

立的泛美卫生署与之类似.更晚近、更具影响力的代表无疑是国际联盟卫生

组织(下文简称国联卫生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下文简称世卫组织).早期非

政府主导的国际卫生组织有两个主要类型:一是大型人道主义慈善组织,如

１８６３年成立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１９１３年起提供海外医疗援助与医事人员

培训的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二是以基督教会为代表的民间组织,如１８７４年

成立于英国的万国麻风救济会.④ 国际卫生开端的主要知识储备与核心人员

网络未必都来自或依附于政府间国际卫生组织,而是常常在更松散的跨国合

作中产生的,因此,国际卫生并不仅仅是国家卫生互相联结的结果.从１９世

纪中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百余年间,西方帝国从凯歌高奏走向分崩离

析.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界,民族自决原则被提出,国际主义后来居上,但卫

生治理真正走向“国际”的过程却由于帝国在全球范围内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

呈现出异质性.因此,全球卫生研究亟待在历史路径上加强对帝国医学与国

际卫生交织发展时期的关注,也需要将更多的目光投向原本居于“中心”的欧

美以外的“边缘”地区,尤其是与西方帝国的殖民扩张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亚洲.

因此,本文以活跃于１９０８—１９３９年的远东热带医学会为案例,探析全球

２９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２１年 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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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治理在亚洲地区的早期实践、历史变迁及其深远意义.通过围绕该组织

的历史叙述,本文旨在论证如下核心观点:在全球卫生的历史上,远东热带医

学会依托帝国医学的知识、实践与组织,推动了国际卫生的区域发展,是亚洲

第一个以当地政府和医疗卫生专家为主体、推行区域合作的跨国卫生组织.①

同时,本文力图挑战以“国家—国际—全球”路径理解全球卫生发展的思维定

式,初步解释如下三个问题:第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新一轮去殖民化

浪潮到来之前,亚洲各国与地区是如何合作实现区域卫生治理的? 中国在其

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第二,亚洲区域的卫生治理是如何与更广域的全球卫

生治理相接的? 第三,远东热带医学会有什么贡献与局限,对当代全球卫生的

知识积累与治理实践有什么启示?

为回应上述问题,本文采用多国多语种史料对照的历史研究方法,这些史

料主要来自中、英、日三国的档案馆、图书馆、期刊索引数据库.具体包括:远
东热带医学会的官方出版物,如在世界各地发行的数届大会会报、报告、指南、

论文集等,这些资料比较分散,笔者发掘的部分主要藏于英国惠康医学图书馆

(WellcomeCollection)和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日本医学专家与政府之间的通

信、各国(尤其是中日)外交人员围绕参会递送的照会等档案资料,采集自日本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其电子影印版可通过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获取;同时代医学

学术与专业期刊对该组织活动的报道与评论,来自各国报刊数据库和图书馆

藏书.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对与远东热带医学会有关的历史学成果进行综

述;接着,阐述该组织的发展概况与特点;然后,具体探究中国参与该组织并举

办第九届大会的详情;最后,评估该组织在区域卫生治理中的成就与局限.

一、关于战前全球卫生和热带医学的历史学研究

前文已介绍全球卫生作为一个跨学科领域的相关研究概况,并指出对其

历史进行深入探究的必要性.但即便在史学界,对全球卫生演变历史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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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大多局限于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发展,还普遍具有“西方中心主

义”的特征.迄今为止,有关全球卫生或国际卫生组织的历史研究一般仍以

１９４８年成立的世卫组织为主要出发点或坐标,这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该

组织担任的核心角色决定的.① 近年来,更多研究开始聚焦世卫组织成立前公

共卫生全球化的百年历程,尤其是１９２３年成立的国联卫生组织的先驱性活

动,并探究其工作如何被后来的世卫组织所继承.②

总体而言,除了个别与世卫组织有直接承接关系的国际卫生组织,人们对

２０世纪中叶以前的其他国际卫生合作知之甚少,而欧美以外区域的国际卫生

合作亟待深入研究.这一学术缺憾对中国而言尤有意义:有关中国参与全球

卫生治理的历史叙述往往以中国加入世卫组织为起点,③而中国在世卫组织成

立之前、框架之外的国际卫生合作被严重低估了.其实在中国加入世卫组织

之前,公共卫生技术与援助就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内的外交中发挥过重要作

用.再向前追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相继在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

府治下的中国也参与了区域性跨国卫生治理,而其活跃的重要平台之一就是

远东热带医学会.
虽然组织名称中的“远东”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意涵,但远东热

带医学会在关注区域和参与人员的组成上的确具有空前的亚洲特色.在具体

探究该组织自身的历史之前,有必要通过文献回顾对其组织名称中的核心名

词“热带医学”(tropicalmedicine)加以解释,并介绍与该组织直接相关的研究

成果.
热带医学这一学科领域形成于１９世纪末,是在西方帝国在亚洲殖民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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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doreM．Brown,etal．,“TheWorldHealthOrganizationandtheTransitionfrom‘InternationＧ
al’to‘Global’Health,”AmericanJournalofPublicHealth,Vol．９６,No．１,２００６,pp．６２Ｇ７２．

PaulWeindling,etal．,eds．,InternationalHealthOrgnisationsandMovements,１９１８Ｇ１９３９,CamＧ
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５;IrisBorowy,ComingtoTermswithWorldHealth,theLeague
ofNationsHealthOrganisation,１９２１Ｇ１９４６,PieterlenandBern:PeterLang,２００９;DavidFidler,“The
GlobalizationofPublicHealth:TheFirst１００YearsofInternationalHealthDiplomacy,”Bulletinofthe
WorldHealthOrganization,Vol．７９,No．９,２００１,pp．８４２Ｇ８４９;AlisonBashford,“GlobalBiopoliticsand
theHistoryofWorldHealth,”HistoryoftheHumanSciences,Vol．１９,No．１,２００６,pp．６７Ｇ８８;安田佳代

『国際政治のなかの国際保健事業:国際連盟保健機関から世界保健機関、ユニセフへ』ミネルヴア書房、
２０１４年.

苏静静、张大庆:«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及早期合作(１９４５—１９４８)»,«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６年

第３期,第１０８—１２６页.



的过程中诞生的.① 即便如此,“热带医学”一词的定义其实非常模糊,在从业

者中都缺乏共识.② 简言之,热带医学旨在防治“热带病”,一般只强调该领域

专门关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特有、常见或不易控制的疾病与健康问题.③ 在２０
世纪上半叶,热带医学一般包括或涉及细菌学、寄生虫学、蠕虫学等医学分支

学科,主要关切的疾病有疟疾、霍乱、结核等.更重要的是,热带医学名称中的

“热带”一词不只是地理或实体意义上的空间,而是一种从西方视角描述具有

文化和环境异质性区域的概念.以科学史与医疗社会史为代表的史学研究成

果表明,热带医学不仅是一个医学学科范畴,更在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时代发挥

了重要作用.④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中心荣誉教授迈克尔
沃博伊斯(MichaelWorboys)开创性的研究表明,热带医学是一种具有战略重

要性的殖民科学,这种科学在帝国全球扩张的过程中承担了“发展催化剂”的
角色,在热带殖民地区域发掘经济机会、强化环境安全、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问

题、提高投资效率,总体上服务于英国等西方帝国对热带地区及其人民的“祛
魅”.⑤ 基于沃博伊斯的研究,有关热带医学历史的研究成果日渐丰硕,且大多

都关注帝国这一构建出该学科的大环境,以及该学科如何回应帝国扩张分别

给殖民地和宗主国带来的问题与挑战.尽管这些研究在不同程度上秉持全球

史的方法与视野,从成果来看,仍有明显的地域局限性,以围绕印度等英属殖

民地和菲律宾等美属殖民地的成果居多.⑥ 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学者关注日

本殖民地热带医学的发展与演变,尤其是经历过系统的日本殖民医学的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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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热带医学之父”万巴德(PatrickManson)推进该学科的努力多建立在他在中国(大清皇家)海关总

税务司的工作,中国也因此被称作“热带医学的摇篮”.参见 DouglasHaynes,ImperialMedicine:Patrick
MansonandtheConquestofTropicalDisease,Philadelphia:UniversityofPennsylvaniaPress,２００１;Philip
MansonＧBahr,PatrickManson:TheFatherofTropicalMedicine,London:ThomasNelsonandSonsLtd,
１９６２,p．１０.

HelenJ．Power,TropicalMedicineintheTwentiethCentury:AHistoryoftheLiverpoolSchool
ofTropicalMedicine１８９８Ｇ１９９０,London:KeganPaulInternational,１９９９,pp．１２Ｇ１３．

«世界卫生组织健康主题:热带病»,https://www．who．int/topics/tropical_diseases/zh/,２０２０Ｇ１０Ｇ０２.
MichaelWorboys,“TheEmergenceofTropicalMedicine:AStudyintheEstablishmentofaScienＧ

tificSpecialty,”inGeraldLemaine,etal．,eds．,PerspectivesontheEmergenceofScientificDisciplines,
Chicago:UniversityofSussex,１９７６,pp．７５Ｇ９８;MichaelWorboys,“Germs,MalariaandtheInventionof
MansonianTropicalMedicine:From ‘DiseasesintheTropics’to‘TropicalDiseases,’”inDavidArnold,
ed．,WarmClimatesandWesternMedicine:TheEmergenceofTropicalMedicine,１５００Ｇ１９００,Amsterdam
andAtalanta:Rodopi,１９９６,pp．１９１Ｇ２０７．

MichaelWorboys,“BritishColonialPolicy(１９１８Ｇ１９３０),”inPatrickPetitjean,ed．,ColonialSciＧ
ences:ResearchersandInstitutions,Paris:OrstomEditions,１９９６,pp．９９Ｇ１１１．

DavidArnold,ed．,ImperialMedicineandIndigenousSocieties,Manchester:ManchesterUniverＧ
sityPress,１９８８;WarwickAnderson,ColonialPathologies:AmericanTropicalMedicine,Race,andHyＧ
gieneinthePhilippines,Durham,NorthCarolina:Duk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６．



地区.①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沈宇斌在其博士论文中开创性地探讨了热

带医学(尤其是寄生虫学)网络在现代中国的发展.②

具体到与远东热带医学会直接相关的学术研究,由于相关史料分散且涉

及多语种,当前进展基本停留在史实梳理上,成果较少.首先,部分研究选择

从不同国家/地区角度展开,例如日本是最早,也最多受到学界关注的远东热

带医学会成员国.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文学部教授饭岛涉在研究东亚卫生“制
度化”的过程中,简要论述了１９２５年东京第六届远东热带医学会大会的角色,
指出日本通过本届大会展示了在殖民地台湾和委任统治的南洋群岛等地积累

的热带医学经验成果.③ 台湾地区长庚纪念医院主治医师容世明探究了日本

殖民时期的台湾参与远东热带医学会的过程,并探讨了来自台湾的抗疟知识

对亚洲区域的传染病防治的贡献.④ 此外,还有学者着重揭示远东热带医学会

所承载的区域卫生治理职能.英国华威大学亚洲与全球史系荣誉教授大卫
阿诺德(DavidArnold)认为,远东热带医学会是欧美帝国用来统治东方殖民地

人民的“热带治理”手段.⑤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文化、历史与语言学院副教授赤

见友子(TomokoAkami)的研究强调包括日本医疗卫生专家在内的亚洲本地

专家的重要角色.而她更重要的结论是,以远东热带医学会为代表的太平洋

地区科学网络的实质不仅是“国际”的,更是“帝国间”(interＧimperial)和“殖民

地间”(interＧcolonial)的,这种性质不仅存在于卫生治理中,更是理解２０世纪

上半叶亚洲国际关系和区域治理的关键;此外,她强调远东热带医学会和国联

卫生组织之间的密切联系,认为前者的区域卫生治理与殖民地间网络是促成

后者践行国际主义的重要因素.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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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２０９—２６２页.
DavidArnold,“TropicalGovernance:ManagingHealthinMonsoonAsia,１９０８Ｇ１９３８,”ARIWorkＧ

ingPaper,No．１１６,Singapore:AsiaResearchInstitute,２００９．
TomokoAkami,“BeyondtheEmpiresScience:InterＧImperialPacificScienceNetworksinthe

１９２０s,”inMadeleineHerren,ed．,NetworkingtheInternationalSystem:GlobalHistoriesof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London:Springer,２０１４,pp．１０７Ｇ１３２;TomokoAkami,“AQuesttoBeGlobal:TheLeague
ofNationsHealthOrganizationandInterＧColonialRegionalGoverningAgendasoftheFarEasternAssociaＧ
tionofTropicalMedicine,１９１０Ｇ１９２５,”TheInternationalHistoryReview,Vol．３８,No．１,２０１６,pp．１Ｇ２３．



综上可见,已有研究对中国在远东热带医学会中的角色探讨不多,不仅在

其会籍、参与情况、大会申办、科研贡献等细节上缺少详尽研究,更缺乏将中国

在该组织的活动与其在区域卫生治理中扮演角色相连的尝试.这与中国作为

该组织内罕见的非帝国民族国家成员、举办过一届大会的身份不甚相称.此

外,相关研究很少从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的视角考察远东热带医学会的组织

与活动.因此,本文尝试以更重视中国的视角重新考察远东热带医学会作为

跨国卫生组织的历史.

二、远东热带医学会的宗旨、结构与议程

远东热带医学会成立的２０世纪初,正值由西方引领的公共卫生在全球范

围内经历大发展和大转型的重要关头:一方面,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日渐普及,
收效显著;另一方面,以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Pasteur)
和德国微生物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Koch)为代表的微生物学家推动了

医学上的重大突破,对病原体认识的提高使研制疫苗和治疗药物等生物制品

成为可能.① 现代医学的昂扬势头同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并行绝非巧合.热

带医学这一兴盛的知识领域和亚洲这一殖民地簇集的区域,在这一组织上得

以交汇,成为检视医疗卫生与帝国扩张交织互惠的重要场域;它的成立、发展

和演变,也为呈现全球卫生在国际卫生机制尚未成熟时的独特样貌提供了难

得的案例.
远东热带医学会从成立之初就与欧美帝国在亚洲的殖民统治紧密相关.

美国治下的菲律宾发挥了推手的作用:该组织的首倡者之一、首任会长保罗
福利尔(PaulC．Freer)时任菲律宾科学局局长.作为美国经１８９８年美西战争

从西班牙手中攫取的殖民地之一,菲律宾成为美国展示公共卫生和医疗进步

成果的重要试验场,其卫生行政当局的努力也的确提高了菲律宾在热带医学

领域中的地位.② １９０８年２月,适逢第五届菲律宾群岛医学会年会在菲律宾马

尼拉召开之际,福利尔在各国派员间周旋协调,使得远东热带医学会在１９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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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ldonWatts,DiseasesandMedicineinWorldHistory,NewYork:Routledge,２００３,p．xii．
WarwickAnderson,ColonialPathologies:AmericanTropicalMedicine,Race,andHygien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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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２月２８日正式成立.① 该组织的创始成员来自菲律宾、新加坡、中国香港、
暹罗、中国大陆、马来联邦、日本、锡兰和法属印度支那.② 远东热带医学会的

宗旨是:“促进远东热带医学的科学与技术之发达;联络远东医学家成一密切

组织;宣传科学知识;增进科学家国际间之友谊;提高医事教育之标准;启发公

众对于预防疾病之注意;发刊科学研究之成果.”③一种明确的亚洲认同使远东

热带医学会区别于先前任何国际卫生组织,其部分使命就是缩小与欧美区域

医学研究和健康改善方面的差距.④

作为一个以医药卫生和疾病防治研究交流为导向的学术型国际组织,远
东热带医学会的活动形态比较单一,以筹办论坛形式的大会为施展学术与政

策影响力的主要方式.各成员国派员在会上提交和发表论文,以此进行学术

讨论和互动,会后出版收集论文的学报.大会期间,举办方还会组织代表参观

该国有代表性的医院、实验室和检疫系统,交流临床医学、基础研究和公共卫

生管理等方方面面的实践经验.远东热带医学会大会的召开周期一般为２—４
年不等,其间曾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中断８年之久.在其存续的３０
年内,该组织共举办了十届大会,其举办地或是东南亚交通便利的海港城市,
或是某国首府所在城市(参见下表).

表　历届远东热带医学会大会召开情况

届次 年份 地点

一 １９１０ 美属菲律宾马尼拉　
二 １９１２ 英属香港　　　　　
三 １９１３ 法属印度支那西贡　
四 １９２１ 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

五 １９２３ 英属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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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er１８toNovember７,１９２５ (Tokyo:TheGovernmentInstituteForInfectiousDiseases,１９２５),藏于『極
東熱帯医学会議雑件第二巻極東熱帯医学会議ニ関スル件分割５』,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号２Ｇ９Ｇ９Ｇ０Ｇ３０
_００２,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编号B０７０８０５０３０００.

“FarEasternAssociationofTropicalMedicine,”TheBritishMedicalJournal,Vol．１,No．２４７０,
１９０８,p．１０６１．

“FarEasternAssociationofTropicalMedicine,”p．１０６１;«规章:远东热带医学会组织章程»,«中华

医学杂志»１９３５年第３期,第３０９页.
『極東熱帯醫學會第六回總會第一報(大正十四年十月十八日—十一月七日 於東京)』,第１页,藏

于『極東熱帯医学会議ニ関スル件分割１』,『極東熱帯医学会議雑件 第二巻』,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号

２Ｇ９Ｇ９Ｇ０Ｇ３０_００２,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编号B０７０８０５０２６００.



(续表)

届次 年份 地点

六 １９２５ 日本东京　　　　　
七 １９２７ 英属印度加尔各答　
八 １９３０ 暹罗曼谷　　　　　
九 １９３４ 中国南京　　　　　
十 １９３８ 法属印度支那河内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远东热带医学会的“成员国”曾多达３０多个,其构成呈现出帝国、殖民地

与民族国家共存的局面,反映出彼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在远东热带医学

会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除了中国和暹罗(今泰国)享有相对独立的主权(仍有很

强的“半殖民性”),其成员国大部分是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荷
兰、日本等)的亚洲殖民地(如印度、台湾地区、朝鲜等).在这些帝国主义国家

中,只有自身位于亚洲的日本从该组织创始至终都是“成员国”.有趣的是,有
时被列为“成员国”的未必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也可能是次国家行政区域,如
英属印度诸省一度并列获得多个“成员国”席位.这种复杂的局面,恰好反映

出新帝国主义(neoＧimperialism)由盛及衰的转型时代中不稳定的国际关系.①

远东热带医学会的会员身份和“成员国”地位及其职业直接相关,具体分

为四类:“(１)普通会员,包括所有入会各国国内登记的医师、牙医、兽医和医学

卫生科学家;(２)准会员或列席会员,包括大会召开时当地的医界人员,无选举

权及参加会务会议之权,在会员录上不列其名;(３)名誉会员,包括远东以外各

国术业有贡献的医学家或科学家,由委员会推荐产生;(４)名誉顾问会员,在大

会举行期间由东道国执行委员会推荐产生,一般为各国有名的官方人物,不必

为医学家或科学家.”②１９１０年,该组织会员仅有７８名;随后其会员数量稳步增

加,至１９２１年会员数量超过４００人,１９２３年超过５００人.③ 参会阶段,出席大

会的会员代表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代表”,一般是“成员国”官方派遣的卫生

行政专员、防疫医官;另一类是“大会代表”,主要包括医学院与研究所等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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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MichaelNicholson,“Imperialism,PostＧImperialism,andNeoＧimperialism,”inMichaelNicholson,
InternationalRelations:AConciseIntroduction,London:Palgrave,１９９８,pp．６８Ｇ８９．

«规章:远东热带医学会组织章程»,第３０９页.
TheSixthCongressofTheFarEasternAssociationofTropicalMedicinetobeHeldinTokyo,OcＧ

tober１８toNovember７,１９２５,Tokyo:TheGovernmentInstituteForInfectiousDiseases,１９２５,p．３．



机构的专家学者.① 例如,日本方面的代表包括内务省防疫医官、传染病研究

所研究员、庆应大学医学部教授、陆军省和海军省军医等.② 无论是哪类代表,

在参会阶段,会员们都与其政府联系更紧密,即以政治身份为主,以医学专业

身份为辅.面向会员的会议邀请也均通过外交渠道发放.③ 该组织的一般开

支来自会员缴纳的每三年３英镑的会费;举办大会的经费则由主办国财政支

出为主,以会费和捐款为辅.④

在上述会员构成的基础上,远东热带医学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理事会

(council),该组织遵循由理事会决定的章程条款运行.⑤ 理事会的人事结构包

括会长(President)、总秘书财务长(GeneralSecretaryＧTreasurer)和各“成员

国”政府与非政府代表(representative)等.⑥ 从１９２１年起,远东热带医学会开

始在各成员国当地设一位副会长及秘书财务长,会长则由大会主办国政府的

卫生行政首长或学术界领袖担任.⑦ 由此可见,“成员国”身份、理事会代表的

数量结构和支配该组织的权力牢牢挂钩,这为不同帝国围绕此机构的权力竞

争策略埋下了伏笔.各国卫生行政当局的参与使远东热带医学会具有一定的

政府间性质,也使得海港与船舶检疫之类超越医学学术边界的卫生主权问题

在议程中更为瞩目.

议程设置方面,远东热带医学会大会主要讨论医学科学和卫生行政类议

题.首先,大会组织热带医学科学讨论,通常根据不同的学科与疾病分为不同

的主题版块,分组发表论文并研讨.除了狭义的热带医学议题(例如细菌学、

寄生虫学)和常见的热带疾病(例如结核、疟疾),随着多届大会的举办,其关注

议题日渐向更广阔的公共卫生和医学全领域拓展.例如,兽医学和齿科学学

者分别从１９２１年第四届和１９２５年第六届大会开始入会;⑧１９３８年,在河内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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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热带医学会记要»,«中西医药»,１９３５年第１卷第２期,第２８—３１页.
『極東熱帯医学会本邦側出席委員調』,收录于『極東熱帯医学会議雑件第二巻極東熱帯医学会議ニ

関スル件分割１』,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号２Ｇ９Ｇ９Ｇ０Ｇ３０_００２,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编号B０７０８０５０２６００.
«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罗文干照会在南京日本总领事馆函»,１９３４年,收录于『極東熱帯医学会議雑件

第一巻分割１』,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号２Ｇ９Ｇ９Ｇ０Ｇ３０_００１,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编号B０７０８０５０２０００.
“ArticlesandByeＧLawoftheAssociationsIncludingamendmentsadoptedbyCouncilofthe８th

Congress(１stFebruary１９３３),”收录于『極東熱帯医学会議関係一件分割２』,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号

BＧ１０Ｇ１１Ｇ０Ｇ１７,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编号:B０４１２２５１２２００.
Ibid．
『極東熱帯醫學會第六回總會第一報(大正十四年十月十八日—十一月七日 於東京)』,第６页.
CommitteeforScientificWorkoftheCongress,ed．,FarEasternAssociationofTroicalMedicine:

TransactionsoftheFourthCongressHeldatWeltevreden,Batavia,Vol．II,１９２１,pp．４３５Ｇ４４０．
『極東熱帯醫學會第六回總會第一報(大正十四年十月十八日—十一月七日 於東京)』,第３页.



办的第十届大会与国联卫生组织卫生促进活动重点的接轨,增加了营养与卫

生举措等议题.参加过第六届大会的中国医学家陈邦贤曾回顾道:“(远东热

带医学会的)讨论范围不仅限于热带医学,虽谓之万国国际医学卫生会议,亦
未为不可.”①其次,大会组织卫生行政性协商,一般采用专门委员会形式展开

沟通.在实际的大会过程中,两类议题并没有严格的划分,尤其是一些涉及理

论的实际应用的重点议题,经常需要医学讨论和行政协商协同解决.例如,

１９１０年第一大会就成立了有关脚气病、麻风病、鼠疫、结核、检疫、鸦片等主题

的委员会,在深化对这些问题的科学认知的基础上,协调各帝国与殖民地间围

绕这些问题的争端.远东热带医学会通过了一系列由这些委员会制定的决议

和政策建议,由各国会员代表向各自政府汇报反馈.②

１９３８年,远东热带医学会在河内召开了第十届也是最后一届大会.随着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１９３９年全面爆发,该组织终止活动.跨越３０年的发展演

变,第一个在亚洲范围内推进区域卫生治理的跨国组织就此落幕.

三、亚洲区域卫生治理中的帝国间角力与中国角色

在加入远东热带医学会之前,中国已参与到早期国际卫生合作中.１９世

纪８０年代,清政府执政下的中国参加了分别在华盛顿和罗马举办的第五届和

第六届国际卫生会议,随后中断参与.１９１２年后,中华民国重新加入该会议,

并在１９２６年签署了«国际卫生公约».赤见友子提出,１９—２０世纪之交,中国

和日本一样对“国际卫生”缺乏信心,认为其主要关切只是欧洲区域的具体问

题,所以两国都多年未继续参与国际卫生会议.③ 因此,中日两国都对集中关

注亚洲卫生问题的远东热带医学会倾注了特殊的期待.但日本从该组织创始

就派遣医官正式加入,比中国早十余年.④

出席远东热带医学会最早三届大会的会员代表中有来自中国的医疗卫生

专家,但他们并非中国籍或由中国政府派遣,而是在中国开展研究活动的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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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热带医学会结束»,«医药学»１９２５年第１１期,第１２０页.
“TheFarEastern AssociationofTropical Medicine,”TheLancet,Vol．１７５,No．４５２２,１９１０,

p．１２３０．
TomokoAkami,“AQuesttoBeGlobal:TheLeagueofNationsHealthOrganizationandInterＧCoＧ

lonialRegionalGoverningAgendasoftheFarEasternAssociationofTropicalMedicine,１９１０Ｇ１９２５,”The
InternationalHistoryReview,Vol．３８,No．１,２０１６,p．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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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专家.以１９１０年第一届大会为例,来自中国青岛的专家其实代表德

国政府;还有来自中国汉口、福州的专家,其政府派遣关系不详.① 这一方面反

映了当时的清政府在国际卫生治理上的乏力,也体现出现代西医在华发展早

期缺乏本土医学人才的局面.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１９２１年,在荷属东印

度再度召开的第四届远东热带医学会大会上,中国才正式成为远东热带医学

会成员国,成功控制１９１０—１９１１年东北肺鼠疫疫情并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奠

基的伍连德博士成为代表中国的副会长之一.②

１９２５年,在日本举办的第六届远东热带医学会大会,是中国医学界以空前

的积极性参与的海外大会.③ 此届大会的规模之大、会员之多、论文之丰富、日
程之长不仅是空前的,④在该组织的全部十届大会中都算是翘楚,足见日本对

该组织活动的高度重视.在中国派遣的１７名代表中,除副会长伍连德外,超
过半数是中国本土医疗卫生领域的先驱,包括黄子方、林可胜、俞凤宾、金宝

善、汪企张、余云岫、侯宗濂、吴祥凤、金宝善、林家瑞、陈邦贤等;而其余的外籍

专家多供职于北京协和医学院.⑤ 在该届大会发表的２５８篇论文中,中国代表

贡献了３０余篇.在科研交流之余,日本对医学史的重视及最新的医学进步给

中国代表们留下深刻印象,⑥伍连德在演讲中盛赞这届大会在促进医学从业者

跨国交流、推动医学进步上取得的卓越成就.⑦

１９３０年,第八届远东热带医学会大会通过决议,下届大会定于１９３３年在

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召开.但是,由于１９３３年中国深陷在内忧外患中,医务

人员无暇准备学术会议,大会推迟到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召开.⑧ 在此四五年间,国
民政府与国际联盟展开了多项技术合作.１９２９—１９３４年,国联卫生组织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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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FarEastern AssociationofTropical Medicine,”TheBritish MedicalJournal,Vol．１,
No．２５７３,１９１０,p．９９９;“TheFarEastern AssociationofTropical Medicine,”TheLancet,Vol．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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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forScientificWorkoftheCongress,ed．,FarEasternAssociationofTroicalMedicine:
TransactionsoftheFourthCongressHeldatWeltevreden,Batavia,１９２１,Vol．II,pp．４３５Ｇ４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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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oftheSixthCongressoftheFarEasternAssociationofTropicalMedicine,”Tokyo,Japan,

pp．８Ｇ９．
«远东热带医学会结束»,第１２０—１２３页.
“ReportoftheSixthCongressoftheFarEasternAssociationofTropicalMedicine,”Tokyo,Japan,

pp．４９Ｇ５０．
«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罗文干照会日本钦命驻华全权公使有吉明函»,藏于『極東熱帯医学会議関係一

件分割２』,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号BＧ１０Ｇ１１Ｇ０Ｇ１７,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编号B０４１２２５１２２００.



拉西曼(LudwikRajchman)多次访华,促进中国与国联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合

作.① 在此期间,１９３０年７月１日,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成立,中国正式收回海

港检疫权.② 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一直与国内以协和医学院为首的英美

派西医与公共卫生学家、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学基金会(ChinaMedical
Board)及国联卫生组织的政策立场相协调.③ 因此,本届远东热带医学会大会

的举办不仅有了适宜的国内环境,国联卫生组织的远东疫况情报局也一直协

助国际层面的组织协调.④ 该届大会由１９３３年底开始筹备,１９３４年春呈请外交

部将会议程序通知各国政府.大会召开前两个月内,各国政府的派遣代表会员

名单与提交论文纷纷到齐,展览布置与参观接洽等工作也陆续完成办理.⑤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２—８日,第九届远东热带医学会大会在南京正式召开.国

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财政部长孔祥熙、内政部长黄绍竑出任该届大会的正

副赞助人(patron)并做开幕致辞,体现了远东热带医学会从政府高层收获的支

持.具体会务由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署及其相关机构负责筹备:卫生署署长

刘瑞恒任会长,国立上海医学院院长颜福庆任副会长,中央卫生实验处处长金

宝善任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兼财务长.褚民谊、伍连德、牛惠生为名誉会员,他
们分别来自政府(行政院)、公共卫生管理机关(全国海港防疫处)和医学职业

团体(中华医学会).⑥ 该届大会会员(有时也称代表)总计３２９人,其中,中国

会员２５３人,外国会员７６人;外国会员中,以日本会员为最多(２３人),荷属东

印度次之(１３人).⑦

依据是否在当地设置副会长或地方秘书长这一标准,第九届大会的“成员

国”(１９３０—１９３４期)多达３３个,其中包括多个次国家行政区域.但即便是当

时主管会务筹办的中国卫生行政领导金宝善也认为,远东热带医学会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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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会员单位”只有１４个,即:“一,中国;二,澳大利亚;三,印度及其属地;四,
马来联邦;五,菲律宾;六,香港;七,安南;八,日本;九,檀香山;十,海峡殖民

地;十一,荷领东印度群岛;十二,暹罗;十三,美国,十四,澳门.”①考虑到实际

上更复杂的殖民统治关系,可见这组被当时官员认可的“会员单位”分类不尽

准确.为方便读者理解,本文根据“成员国”事实上的殖民、管辖或归属关系,
将这３３个“成员国”重新分为如下几类:

(一)英国殖民地(１７个).其中,英属印度分占１０个,分别为印度政府、
阿萨姆、孟加拉、孟买、缅甸、中央省、马德拉斯、旁遮普、比哈尔和奥里萨、联合

省);其他英国殖民地有７个,分别为澳大利亚、英属北婆罗洲、锡兰、香港、马
来联邦、海峡殖民地、砂拉越.

(二)日本及其殖民地(４个).其中,日本本土占１个,其殖民地台湾、朝
鲜、关东州占３个.

(三)美国及其殖民地(３个).其中,美国本土(唯一本土不在亚洲的“成
员国”)占１个,其殖民地菲律宾群岛和夏威夷占２个.

(四)其他西方帝国殖民地(４个).其中,(荷属)东印度的苏门答腊和爪

哇分占２个,其余２个是(法属)印度支那、(葡属)澳门.
(五)中国和其他相对独立的亚洲民族国家(５个).其中,中国分占４个,

分别为华北、华中、华南、东三省;其余１个是暹罗.②

这种将事实国家或“会员单位”分割成多个“成员国”的做法为何出现? 有

何意义? 其实,这是一种试图在组织内部增强投票权和决策权的政治策略,发
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逐步确立和英日同盟走向终

结的国际政治现实,是英日两帝国在亚洲卫生治理上加强争夺、激烈较量的直

观表现;而中国在二者的角力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上文提到,远东热带医学

会的“成员国”身份、理事会代表的数量结构和支配该组织的权力牢牢挂钩;而
能决定哪些“领土单位”(territorialunit)可以算作“国家”,又是理事会才能决

定的.③ “成员国”中唯一的亚洲帝国日本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制度特点,分两步

拓展其组织内影响力:１９２１年第四届大会,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通过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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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获得“成员国”身份;①１９２３年,在第五届大会上,日本又提议将其殖民地朝

鲜和关东州加入具有投票权的“独立单位”并获得通过.② 毋庸置疑,日本借助

这种操作增加了本国代表在理事会中的席位,继而增强了投票权、决策权.到

了１９２５年东京第六届大会,在３７名理事(包括会长、总秘书财务长和各“成员

国”代表)中,日本、台湾地区、朝鲜、关东州的理事多达１２名,而英国殖民地的

理事只有８名.为了扳回局势,英国联合中国对日本的策略发起反制:英国将

其最大的殖民地印度分为７个“成员国”,中国则将自身分为华北、华中、华南、
东三省４个;这一策略经第六届理事会决议通过.③ 英国借此将理事增加到１４
个,超过日本两席;中国也借此增强了在远东热带医学会的影响力.

到１９３４年,第九届大会的“成员国”列表表明从１９２５年开始的这场帝国间

角力仍在延续.英国将英属印度进一步划分为１０个“成员国”,中国则坚持

１９２５年形成的“四分法”.值得注意的是,这时,中国的东三省“成员国”及其副

会长伍连德只能以位于上海的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监督的身份占据这一席

位.④ 这是因为经过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及其后日本对中国东三省主权的

不断蚕食,同样由伍连德一手创办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已于１９３３年被“伪
满洲国”民生部接管.⑤ 逐步失去对东三省实际控制的中国,在本届大会中坚

持维系着东三省“成员国”,一方面是遵循上届大会的决议,另一方面,是对日

本侵略行为的无声抵抗.但讽刺的是,也在这届大会上,理事会新决议的

１９３４—１９３７期“成员国”列表中,中国的“成员国”由４个减为３个,其中不再包

括东三省.⑥ 这一历史片段,不仅反映出中国失去了对东三省的卫生治理权,
更是映射出当时中国丧失对东三省地区实际控制的现实.

在论文发表方面,该届大会共收到论文２０３篇,当众宣读,分组讨论.⑦ 虽

然在中国召开,会员也大多是中国医学从业者,该大会的论文悉数以英法德三

语写成.⑧ 这不仅反映了当时现代医学的全球发展中学术语言应用的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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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也折射出显著不平衡的权力关系.依循往届惯例,第九届大会在结束后将

会上发表的１７３篇论文结集出版,以北京协和医学院教员为代表的中国医学

专家为两卷学报的编纂工作提供了学术建议与协助.这些专家包括生物化学

家吴宪、生理学家林可胜等公认的中国现代生物医学的奠基人.① 这些论文均

作于会议召开前数月内,不仅在当时的医学界具有较强的时新性,还对世界范

围内的热带医学学者有重要参考意义.② 考虑到远东热带医学会往届学报在

世界医学界的学术影响力,③可见中国医学与公共卫生专家开始积极作为,初
步为区域卫生治理和健康改善贡献来自中国的知识与经验.具体而言,第九

届大会论文集依照不同医学分支学科和疾病种类,并根据类别的英文学名首

字母排序,这些论文的数量分布如以下两图所示.④ 由此可见,直到２０世纪３０
年代中期,以疟疾、麻风病为代表的传染病依然是亚洲区域卫生治理面临的主

要威胁;相应地,细菌学和当时广义的寄生虫学(包括狭义的寄生虫学、蠕虫学

和医学昆虫学)和公共卫生等与传染病紧密相关的分支学科也格外受到重视.

本届大会通过的决议印证了这一治理重点.

图１　第九届远东热带医学会大会学术论文篇数———以医学分支学科分类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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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第九届远东热带医学会大会论文篇数———以病种分类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通过一系列圆桌会议和委员会讨论,第九届大会通过了关于鼠疫、霍乱、

疟疾、营养和卫生措施的五项决议,它们都涉及对“成员国”政府行动的规范与

诉求.第一,针对鼠疫,决议敦促各成员国政府采取实际措施实现船舶防鼠

(ratＧproofing),并注意相似方法可以应用到铁路系统,以绝鼠患;除了老鼠及

鼠蚤,决议还提醒注意其他啮齿类动物及其蚤虫;第二,针对霍乱,决议建议远

东各国围绕霍乱病原携带者展开调查,加强抗霍乱疫苗的实地检验,推进有关

霍乱弧菌和相关弧菌及变体的研究,在霍乱流行区加强实地与数据工作;第
三,针对疟疾,决议敦促展开关于疟蚊繁殖地的生化变化的国际合作调查,通
过研究这些变化的效应以扼制疟疾传播;决议还建议任命一个由当地化学家

和疟疾学家组成的委员会,以协调在不同国家展开的调查;该委员会应为生化

调查的执行撰写通则并上报给远东疫况情报局;该委员会还应被赋予更多权

力以协调该领域有经验的工作者,从而将调查拓展到所有远东国家;第四和第

五条决议围绕营养和卫生措施,分别决定将“食品问题”和“关于水供给、下水

道与垃圾处理的卫生措施”两个模块加入下一届大会议程.① 通过细读上述决

议条款,不难发现,远东热带医学会对“成员国”政府的诉求显然是规范性而非

强制性的,甚至在建议的口吻上都相当柔和.例如,关于霍乱病原携带者的调

查应何时展开,远东热带医学会决议仅用“当时机合适”一句模糊带过.

１９３４年第九届远东热带医学会大会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举办的第一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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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科学会议.在此之前,只有清朝末年举办的１９１１年奉天(今沈阳)国际鼠疫

会议(InternationalPlagueConference)有类似的国际属性与规模.① 如果说国

际鼠疫会议奠定了中国现代公共卫生行政的基础,那么第九届远东热带医

学会大会则是另一个里程碑,不仅象征着中国卫生治理从国家跨向区域的

第一步,而且为战后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提供了宝贵的知识、经验和人才

资源.

四、远东热带医学会的贡献与局限

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参与者用来防控疾病、促进健康的战略一般包括:增

强疾病相关知识信息的监测与传播、为卫生项目提供经济与物质援助、建立规

则与规范等.② 作为一个本身依赖会员缴费运作、活动形式限于开会的跨国卫

生组织,远东热带医学会显然在物质性卫生援助上缺乏财力和空间,但在规则

规范倡导和疾病监测防控方面,远东热带医学会都取得了积极成果.

第一,远东热带医学会成立专门委员会探讨当时最紧迫的疾病问题,通过

形成决议树立国际卫生规范,向亚洲各政府倡议和扼制特定行为.

针对不同年份不同疾病与健康问题的紧迫程度,远东热带医学会委员会

的议题和相应决议依届次更换,总体上日益多样化.前文已介绍１９３４年第九

届大会的决议情况,本文在此略论规模最小的１９１０年第一届大会的委员会所

讨论的卫生议题与相应决议,与第九届大会决议相对比,展示该组织在创立伊

始为树立区域卫生规范付出的努力.围绕传染病防治,第一届大会设立了多

个以不同病种分类的委员会,并在当时最新医学进展的基础上形成了具体的

政策决议.例如,针对鼠疫,远东热带医学会认为最切实的政策就是在各国境

内出现病例时及时通知其他国家,以电报通告第一例,以周报形式跟进后续情

况;针对麻风病,远东热带医学会强调通报病例的重要性,也强调隔离是阻断

传染的必需手段,必须禁止患者的跨境移动;针对结核病,远东热带医学会认

为要主动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在各国成立抗结核社团,这些社团既要遵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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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又要适当修正以适应本地条件.① 从这些政策建议可见,远东热带医学

会认为高效的跨国信息共享和国际合作是区域传染病防控治理的关键,并呼

吁各国政府增强这一认识.在毒品控制方面,远东热带医学会设立了鸦片委

员会,专门商讨如何应对鸦片滥用和成瘾问题,从医学角度呼应并配合由１９０９
年万国禁烟会(InternationalOpiumCommission)开启的国际禁毒合作.②

此外,围绕脚气病(beriberi,今称维生素B１缺乏症)防控,远东热带医学会

通过多届大会采取逐步升级的行动,这是该组织在非传染性疾病治理和全面

健康促进上树立国际规范、呼吁区域内政府共同关注的显著个例.早在远东

热带医学会成立的２０世纪伊始,医学界已初步达成共识:脚气病并非由传染

所致,而是源自营养缺乏,且多发于以精制米为主食的地区.③ 但相关科学研

究仍在进展中,根本性的病因(尤其是１９１２年才被发现的维生素B１)还是医学

家们在实验室中拼命寻找的对象.在此背景下,远东热带医学会是否应该推

动政府间合作以应对严重危害亚洲人民健康的脚气病? 在疾病防控和与精制

米相关的社会经济效益保全之间,远东热带医学会应如何平衡? 早在１９１０年

第一届大会,远东热带医学会的临时脚气病调查会围绕该病成因形成了简短

的决议,该决议认为脚气病病“与持续以白米(精制米)为主食有关”,远东热带

医学会因此建议各国政府“注意这一事实”.④ 这个决议削弱了第一届大会主

办方美属菲律宾殖民地政府最早倡导的向精制米加强课税的强干预性政策,⑤

因为其原本强硬的态度遭到了在以日本专家为首的其他殖民地政府代表的反

对,毕竟对精米饮食实行政府干预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影响过于深远.⑥ 在后

续多届大会上,针对是否应以强有力的政府间合作应对脚气病这一问题,远东

热带医学会成为以菲律宾为代表的激进干预派和以日本为代表的温和处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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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激辩与妥协的平台.① １９１２年,第二届大会决议在第一份决议的基础上

明确提出“建议国际合作”,②在推动脚气病的政府间合作治理上迈进了一步.

１９２３年第五届大会期间,最新研究表明未过度精制、五氧化二磷含量高于

０４％—１％的大米能有效降低脚气病的发病,但其决议依然没有推荐强硬的

政府间措施.③ 远东热带医学会显然不满足于此,因此紧锣密鼓地展开下一届

脚气病委员会的筹备.④ １９２５年第六届大会上,脚气病委员会又成功召开两

次会议,并形成更丰富的指导性决议:大会敦促以精米为主食的地区采取措

施,扼制精米使用,保障糙米贮存的安全性,鼓励使用辅食;脚气病是一种可预

防的疾病,各国都应采取有力措施对抗该病;各国都应将脚气病列为依法须上

报的疾病,国联卫生组织远东疫况情报局将计划公开相关数据;政府应鼓励关

于检验大米作为主食导致脚气病的实地研究.⑤ 显然,截至此届大会,远东热

带医学会围绕脚气病的决议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不仅有明确要求政府有所为

的具体建议,还和新成立的远东疫况情报局形成了互助关系.后来,虽然远东

热带医学会大会仍讨论脚气病问题,但逐渐把重心放在其他更亟待解决的疾

病上.从始至终,脚气病问题的解决都没有采取菲律宾政府所提倡的全区域

统一干预模式,而是通过树立规范和提供建议,让各国根据自身情况因地

制宜.

脚气病并非传染病,但对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控、全面促进人类健康也是全

球卫生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何况在２０世纪初,围绕脚气成因的理论既有

营养说也有传染说,尽管前者的解释力日渐超过后者,但当时的医学发展远未

让此问题尘埃落定.远东热带医学会面临的问题放在今天依旧振聋发聩:在
医学科学前沿的争议或模糊地带,在卫生决策会深刻影响某国家或地区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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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兴衰、文化传统、人民生活时,全球卫生治理的参与者应如何推动卫生政策

的制定? 远东热带医学会在树立规范的层面上递交了一份比较合格的答卷.
也正因为远东热带医学会、国联卫生组织和各政府卫生官员与专家多年的协

同努力,脚气病的防治事业取得了良好成效.
第二,远东热带医学会切实增强了区域传染病的监测和防控能力,推动了

统一检疫制度和流行病信息系统在亚洲的建立与普及.
早在１９１０年３月２１日,远东热带医学会第一届大会单独设立的检疫委员

会就形成决议,并获得了各“成员国”(菲律宾群岛、日本、法属印度支那、荷属

东印度等９个,尚不含中国)政府对如下事项的同意和支持:(１)围绕在互相提

交报告或实施检疫时使用的“流行病”(epidemic)一词形成共同标准,建议将

“第一封病例电讯后任一在周报中显示平均日增三例的鼠疫、霍乱、天花或黄

热病”定义为“流行病”;(２)当且仅当传染病呈现上述流行病属性时通知各国,
并在连续三周数据低于上述流行病定义时自动撤回该通知;(３)每周交换鼠

疫、霍乱、天花和黄热病信息;(４)确保所有离开某受感染国的船舶携带健康证

明;(５)当疑似或确认感染的传播离开,电讯通知相关国家.① 两年后,１９１２年

第二届大会的检疫相关决议更为丰富:“流行病”的定义得到进一步精确和扩

充(新增斑疹伤寒、非洲锥虫病等病种);基于应对１９１０—１９１１年中国东北鼠

疫的经验,为了减少不同口岸重复消毒船舶带来的商贸易损失,决议建议各国

在应对来自或途径鼠疫感染区的船舶时使用一套统一的检疫规则.这些决议

不仅是亚洲区域公共卫生专家的协调结果,也在内容上和在巴黎签署的«国际

卫生条约»的条款互相补充呼应,列席代表也的确通过外交渠道将这些建议反

映给各自政府.例如,日本驻香港总领事在第二届大会后向外务大臣递送了

决议原文.② 到１９１３年,在西贡举办的第三届大会上,检疫和流行病信息分享

的问题再度成为重中之重的议题,而且参会代表们表达出显著的区域意识.
他们认为１９１２年在巴黎修订的«国际卫生条约»“不适用于远东国家”,应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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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热带医学会的各“成员国”政府组织专门委员会,进一步对该条约提出修

订.① 远东热带医学会建立统一检疫制度和流行病信息系统的早期努力为后

来与国联卫生组织的合流奠定了基础.

第三,远东热带医学会推动了亚洲区域卫生治理与起步于欧美的国际卫

生合作的接轨,为日后的全球卫生打下坚实基础.

进入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远东热带医学会成员积极与国联卫生组织的国际

卫生活动相协调,为建立包含亚洲在内的国际疾病防控网络做出具体贡献.

例如,１９２２年８月,日本方面的远东热带医学会创始会员宫岛干之助就在国联

临时健康委员会(国联卫生组织的执行主体)上强调重视“远东”传染病危机的

重要性,敦促委员会调查该地区主要港口的传染病,并发展一套能够集散疾病

信息、提供流行病情报(epidemiologicalintelligence)的标准化系统.在这一提

议的推动下,１９２２—１９２３年,国联派团调查了亚洲３４个港口并提交了一份篇

幅长达１７９页的详尽报告.② 在此报告的基础上,１９２５年,国联卫生组织在新

加坡成立了区域性流行病情报中心———远东疫况情报局.这不仅是国联卫生

组织第一个设置在欧洲外的办事处,更是通过无线电报技术推动疾控信息的

共享,将亚洲区域卫生与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卫生直接相连.③ 随后,远东热带

医学会会员也频频参与到国联卫生组织主导的亚洲区域卫生治理建设中,向
国际卫生贡献了丰富的本土知识、实践经验与人才网络.例如,国联卫生组织

协助了中国第九届远东热带医学会大会的举办,并派遣了与一众“成员国”代
表并列的名誉顾问.④

综上所述,在当时的医疗卫生和科学技术发展条件下,远东热带医学会在

亚洲树立国际健康规范、加强疾病监测防控、使亚洲与世界接轨三方面都取得

了不俗成绩.

即便如此,远东热带医学会有鲜明的时代局限性.首先,远东热带医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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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背景注定了其医学关切的不平等性:亚洲的诉求几乎

只能通过殖民官员的活动才能得到重视,本地医疗卫生专家和人民的声音长

期受到压制.以台湾地区为例,从１９２１年起代表台湾出席的代表全部为日

籍,直到１９３８年第十届大会才让唯一一位台湾本土医学家杜聪明参与.① 远

东热带医学会大会的前三届都举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但即便从战后

召开的第四届大会开始考察,还是会发现当时方兴未艾的民族自决原则对该

组织的影响其实微乎其微.正如其“成员国”构成中英国殖民地的压倒性优势

所示,远东热带医学会的会员数量与结构注定了其关注议题依然总是从帝国

的殖民与商业利益出发.更重要的是,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起,亚洲帝国日本的

进一步崛起和扩张让该组织在尚未摆脱西方帝国的支配时就背负了东方帝国

的野心.从将其殖民地分列为“成员国”以增强组织内权力的策略,到医政军

各界对第六届大会的倾力投入,日本的各种行动都体现出对远东热带医学会

的高度重视.还有研究表明,日本学者常利用大会报告的机会建立其在热带

医学领域的学术声望,展示殖民台湾等地的成功.② 这些活动都体现出,日本

力图通过远东热带医学会发挥其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继而在区域内扩展影响

力,树立霸权.迟至１９３７年,与国联卫生组织日渐合流的远东热带医学会所

强调的重视“本地声音”依然不过是更尊重殖民地政府医官的能动性.③ 在新

一轮去殖民化浪潮到来之前,远东热带医学会虽不至于是彻头彻尾的帝国主

义工具,但长期以来,其治理能力无疑在新旧帝国的角力中受到掣肘.

此外,远东热带医学会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有限,这严重影响了它在区域卫

生治理中的执行力.远东热带医学会虽然有政府代表出席且日益受政府支

持,但毕竟始终是一个以医学专家为主的科学学术组织,未获得任何国家权力

与权威的让渡,不能有效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决策.换言之,它终究是一个跨国

卫生组织,而非成熟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它为亚洲区域卫生治理贡献了宝贵的

知识与经验,但更高效有力的全球卫生治理需要同样高效有力的组织形式.

最终,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远东热带医学会再没有能力召开大会,与其

联系紧密的国联卫生组织也在战火中被迫走向瘫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
世卫组织为代表的政府间国际卫生组织重启了它和国联卫生组织共同奠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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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卫生事业,也日渐开启全球卫生治理的新阶段.但时至今日,远东热带医

学会面临的问题其实也依然困扰着世卫组织.在可预见的未来,科学与政治

交织并行的全球卫生依然需要解决合法性、权威性与执行力之间的矛盾与困

境,在国际关系行为体以自由之名抵制治理规范的“开源无政府状态”(openＧ
sourceanarchy)中打造全球卫生治理的新结构.①

结　　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１９４８年成立的世卫组织设有六个区域办事处中,西太

平洋区域管辖的３７个国家的位置与远东热带医学会“成员国”的范围高度重

合,且其办事处设置于该组织的起源地———菲律宾马尼拉.② 这与远东热带医

学会最早致力于亚洲区域卫生治理并推动国联卫生组织国际卫生事业的历史

功绩是密不可分的.代表中国参与并举办远东热带医学会大会的医疗卫生专

家,不仅几乎全部成为中国现代医学与公共卫生的奠基人,还极大地推动了战

后国际卫生合作.例如,金宝善代表中国成为世卫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又曾赴

美担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儿童急救基金会医务总顾问.③ 总之,远东热带医

学会的遗产其实延续至今,但即便在公共卫生领域或医疗社会史学界也对其

少有提及.
围绕远东热带医学会的历史分析以及对中国角色的着重研究,有利于丰

富我们围绕全球卫生治理过于简单的线性发展观,打破“国家—国际—全球”
的思维定式.由于该组织活跃的时间与空间跨度较大,数量与语种繁多的史

料也远未全部发掘,本文在有限篇幅内只能简要回应序言中提出的三个问题,
作为初步结论.

第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亚洲,帝国(以英、日为主)及其殖民地政府

支配了绝大部分尚在起步的国际卫生治理空间,使得卫生治理并未从“国家”
跃升到“国际”,而是经历了多政体政府间合作的特殊时期,而远东热带医学会

正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亚洲跨国卫生组织.当时的中国身陷内忧外患,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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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半殖民性”,但还是从１９２１年起就由本国政府派遣代表参与大会,在

１９３４年举办大会,可谓以相对独立的民族国家身份积极参与了亚洲区域卫生

治理.
第二,通过医学知识的积累、健康规范的树立与检疫制度的建设,远东热

带医学会主导的亚洲区域卫生治理逐步与更广域的全球卫生治理相连.具体

而言,其接榫点是１９２３年成立的国联卫生组织.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叶以来,该
组织和国联卫生组织不断协调,亚洲本土的医学专家与公共卫生官员逐步加

入全球范围的国际卫生合作.
第三,远东热带医学会的贡献与局限对今天的全球卫生治理而言依旧具

有借鉴性.一方面,全球卫生的参与者应像远东热带医学会一样,重视塑造国

际健康规范,敦促各国政府采取或制止影响卫生状况的相应行动,并加强从区

域到全球的传染病监测与防控系统;另一方面,后殖民时代的全球卫生应充分

尊重各民族国家的主权与能动性,尊重各国人民自身的健康诉求,在遵守现代

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医学进步、政府与非政府间合作、机制改革等多渠道措

施,增强全球卫生治理的合法性、权威性和执行力.
总而言之,存在于１９０８—１９３９年的亚洲跨国卫生组织远东热带医学会,

在全球卫生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依托帝国医学的知识积累、实践经验与组织体

系,推动了由国际联盟卫生组织主导的国际卫生合作.中国在远东热带医学

会中扮演的角色特殊而关键,是人们理解全球卫生发展史原貌的重要一环.
笔者望以本文抛砖引玉,以期更多学者投入对远东热带医学会及相关中国角

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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